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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认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制度会阻碍国家建设。文章指出，当精英网络在
地理上遍布全国时，亲缘网络就能跨越地区间的差异，将利己的精英团结起来建设一个强国家，这是因为国家

能在广阔的领土上提供保护与正义的规模经济。对此，文章以北宋熙丰变法期间官员对变法的偏好为例进行

了讨论。文章利用官员的墓志铭建构了他们个人的亲缘网络，并从档案中搜集了有关他们政治态度的数据。

在控制了官员个体、家庭与地理特征后，统计分析表明，官员亲缘网络在地理分布上的跨度越大，官员就越倾

向支持变法。文章的发现强调了精英的社会结构在促进国家建设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

中国的国家建设，对以往欧洲中心主义文献中未充分研究的对象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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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２０世纪以降，社会科学研究者一致认为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制度会阻碍国家建设。比如，韦伯
（Ｗｅｂｅｒ，１９１５）指出，国家需要“摆脱家族的束缚”。米格代尔（Ｍｉｇｄａｌ，１９８８）主张，只有当大规模的混乱
严重削弱了以亲缘为基础的传统制度时，强国家才会形成。福山（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１）认为，国家建设代表
了“以亲缘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向国家层级的组织转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认为，有强大亲缘制度的社会会被困在“潜规则的铁笼”里，这就阻碍了强大利维坦的诞生。同
样，亨里奇（Ｈｅｎｒｉｃｈ，２０２０）指出，所谓教育良好、发达、工业化的西方富裕民主国家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天
主教会阻碍大规模家族网络形成的中世纪。

然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以亲缘网络为基础的制度与中央集权国家是长期共存的。比如，以家

族纽带为联系的诺曼贵族统治了中世纪的英格兰（Ｂａｔｅｓ，２０１７）。在前殖民时代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亲
缘纽带在祖鲁（Ｚｕｌｕ）、恩瓦托（Ｎｇｗａｔｏ）、本巴（Ｂｅｍｂａ）、班扬科勒（Ｂａｎｙａｎｋｏｌｅ）与克德（Ｋｅｄｅ）等被佛特
思和埃文斯－普瑞查德（Ｆｏｒｔｅｓ＆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１９５０）称为“中央集权化”的王国中很常见。而作为
世界上最早的官僚制国家（Ｓｔａｓａｖａｇｅ，２０２０），古代中国同样拥有强大的血缘纽带（Ｐｅｒｒｙ，１９８０）。

本文分析了在何种条件下以亲缘为基础的制度会契合国家建设。本文指出，地理上遍布全国的亲

缘网络超越了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激励精英追求国家而非地方的目标，因为国家能在广阔的领土上提供

保护和正义的规模经济。因此，遍布全国的亲缘网络超越了狭隘的利益，使利己的精英协调一致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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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进一步来说，是以亲缘为基础的制度类型，而非其存在与否，对国家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精英对国家建设中重大事件看法的个人层面数据很难获得，而且大部分有关国家建设的证据来自

中世纪或前现代的欧洲。中国在世界人口与经济体量中都占有重要比重，且在两千年之前就已经是国

家建设的先行者（Ｈｕｉ，２００５）。同时，中国有保存完好的历史档案，这使得我们可以分析官员层面的行
为。因此，中国的国家本身构成了一种有用但又未有充分理解、并有别于欧洲中心文献的对象。

具体来说，笔者建立了一个原创数据库，纳入了中国国家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法———北宋熙丰

变法①中所有主要官员个人层面的信息。当时的中原地区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严重威胁，这就促使

了皇帝发起旨在增强国家财政与军事能力的变法。然而官员们对变法的态度大相径庭：一些官员成了

力主变法的国家建设者，另一些官员则成了反对派，皇帝的策略则是让两派共存并分而治之。本文使用

官员奏折等档案数据，记录了变法时代中央主要官员的政治态度。

建构一千年前精英的亲缘关系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我使用了考古数据———墓志铭。通过对墓志

铭中记载的官员家族中的每一位亲属成员的地理位置进行编码，我建构了一个指数来测量官员亲缘网

络在地理分布上的集中程度。同时，我使用了多重插补和随机赋值等方法来解决历史研究中常见的数

据缺失问题。统计检验表明，官员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与他们的亲缘网络在地理上的跨度是正相关的。

换言之，官员家族的分布越广，他们就越可能支持强国家。

这种关系由赫希曼（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１９５８）所说的“关联效应”（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ｓ）驱动。比如，当精英构建亲
缘网络时，他们投资了这种社会资产以分享庇护、减小风险，保持他们的权力并降低不确定性。这些网

络一旦建立后可以“锁定”官员对国家建设的偏好，即便在最初创建网络的动力消失后也是如此。在古

代中国，官员的亲缘网络，通常传承自上一代，并且影响了他们对家族未来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权衡。

帕吉特和安塞尔（Ｐａｄｇｅｔｔ＆Ａｎｓｅｌｌ，１９９３）指出，想要理解国家建设，学者需要“深入正式制度和明确
目标的下面，进入人们实际生活的关系层面”。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一直强调社会网络（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３）
和“社会嵌入”对精英行为的影响（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近来的研究表明网络结构会形塑政治激励（Ｃｒｕｚ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Ｎａｉ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１）。本文是首篇在理论上将精英亲缘网络的地理分布与他们对国家建设
的偏好联系起来并给出量化证据的文章。

本文与贾（Ｊｈａ，２０１５）的研究贡献相关。贾展示了在英格兰内战期间，在海外的不同精英能协调各
自的激励机制，组成推动改革的联盟来支持议会。但本文关注的是在前现代社会中很普遍，在当今许多

发展中国家仍然重要的亲缘网络（Ｔｓａｉ，２００７；Ｘｕ＆Ｙａｏ，２０１５；Ｍａｔｔｉｎｇｌｙ，２０１６；Ｃｒｕ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我的研究路径是“将人带回国家”（Ｌｅｖｉ，２００２），并重新解释为什么官员偏好不同程度的国家力量。

既有的许多研究假设当精英面临共同威胁时，他们会行动起来以增强国家能力（Ｔｉｌｌｙ，１９９２；Ｓｌａｔｅｒ，
２０１０）。但是在我看来，即便官员面临严峻的外部威胁，他们对国家建设的偏好也是千差万别。因此，本
文的研究丰富了国家建设研究中以精英为中心的文献（Ｂｌａｙｄｅｓ＆Ｃｈａｎｅｙ，２０１３；Ｓｏｉｆｅｒ，２０１５；Ｇａｒｆｉａｓ，
２０１８；Ｂｅｒａｍｅｎｄ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Ｓｕｒｙａｎａｒａｙａｎ＆Ｗｈｉｔｅ，２０２１）。上述这些研究大都强调精英竞争，但我关
注的是精英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了一个与前人不同的观点：传统的国

家—社会视角将国家与社会视作相互分开、相互竞争的两个实体（Ｍｉｇｄａｌ，１９８８；Ｓｈｕｅ，１９８８；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９），而我认为，社会制度能否增强国家能力，取决于国家—社会的联结。

二、论　点

以亲缘为基础的制度在国家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且一直保持韧性。拥有共同祖先的个体会结合起

来规避单独行动带来的成本（Ｇｒｅｉｆ，２００６）。国家—社会关系学派认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制度与现代国家
在创造“游戏规则”上存在竞争关系（Ｍｉｇｄａｌ，１９８８）。如大家族会运用不同类型的制裁与奖励来引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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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服从福山口中的“表兄的专制”（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１）而不是按国家规则行事。
笔者认为，亲缘制度在特定条件下激励了精英强化国家能力。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家族成员在地理

上的分布。精英形成这些亲缘网络来降低成本与分摊风险。这些网络又反过来产生 “关联效应”，促使

精英投资其他方面（如国家能力）来保护这些网络。本文指出，网络类型（如分散化的与集中式的）影响

了精英对国家力量的偏好，因为国家建设对一些亲缘网络有利而对其他的亲缘网络不利。在这层意义

上，即便创建网络的最初动力已经过去了很久，网络仍然可以影响精英对国家建设这样新议题的偏好。

本文的假设是：精英是他们亲缘组织的代理人；精英试图通过影响政府政策，以最低的成本来获得

政府为其家族提供的最佳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抵御外敌和防止内乱、对抗不确定性的保障与对争端的公

正裁决（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１）。而公权（如国家）和私权（如家族）两种治理结构，是提供这些服务的两种选择。①

如果官员的亲缘网络遍布全国，那么官员本身就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国家机构（而非家族组织）来保

护家族利益。官员这样做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经济因素：依靠中央集权国家提供服务会更有效率，

因为国家拥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Ａｌｅｓｉｎａ＆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１９９８；Ｆｅｒｅｊｏｈｎ＆Ｒｏｓｅｎｂｌｕｔｈ，２０１０）。一个强大
的中央政府在保护一块狭小地域上所用的边际成本远远低于一个当地的家族建立自保组织所用的成

本。其次是社会因素。如果官员的亲缘网络集中在某一地域，那么他们通常关心的是自己家族在地方

的利益而非全国的利益。他们反对向中央政府缴税，因为国家可能会用税收补助其他地方。这些地方

化的社会网络把全国分成了一块块“独立王国”，加剧了既有的地域隔阂，造成了权益分配的冲突。但

如果官员能将数个在地理上分散的亲缘网络联结起来，那么社会网络就能跨越地区之间的隔阂。这种

跨越地域隔阂的网络使得官员能将多地的利益汇聚到中央。因此，遍布全国的家族网络就超越了原来

各自狭隘的地方利益，形成了推动国家建设的广泛联盟。

相反，如果亲缘组织集中在某一地域，那么这种网络就会加剧地区之间的隔阂。在此情况下，依赖

家族组织提供保护与主持正义会更有效率，因为这比向中央政府交税换取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更低。

因此，如果亲缘网络地方化，官员就会反对增强中央政府能力，因为这些政策会把原属于地方的资源转

向国家，进而削弱这些家族在当地的权力基础。

遍布全国的与地方化的社会网络分别遵循着奥尔森（Ｏｌｓｏｎ，１９８２）描述的共容性利益集团和狭隘性
利益集团的运作逻辑。处在全国化网络中的官员代表了跨地区的利益。相反，身处地方化网络中的官

员只代表了一个小范围的利益集团。共容性网络产生的交叉压力会推动官员组建一个联盟来追求国家

利益，而不是各自地方的利益。这样，官员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私权上，因为如果遍布全国的亲属在每

个地方都建立起私人性质的保护，那么便无法整合资源，在成本计算上是没有效率的。因此，这些家族

利益遍布全国的官员就会采取“霍布斯式的交易”：通过向统治者缴税以换取中央政府的保护。

这一交易提供了双重的可信承诺：（１）统治者与官员之间的可信承诺与（２）官员与他们亲属之间的
可信承诺。首先，全国化的网络强化了官员在统治者面前的议价能力：他们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来和统

治者讨价还价。统治者在面对拥有全国网络的官员时则必须承诺通过国家机器来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

物品而不是掠夺他们。相反，那些身处地方化网络中的官员只拥有区域性的权力基础，他们只能争取某

些地方的自治或者向统治者发出独立威胁。但是对统治者来说，平息地方性的叛乱比较容易。其次，像

中央集权国家这样的公共机构可以帮助官员向他们各自的亲属作出制度化的承诺，因为国家不能像家

族组织那样轻易地将某一位家族成员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

因此，在某种条件下，亲缘网络与国家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官员代表了他们家族的利益，他们致力

建设强国家并以此来向他们的家族网络提供保护、维持正义。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地理上遍布全国的

亲缘网络能推动精英去追求强大的中央政府。这就产生了如下需要检验的假设：

假设１：官员对于增强国家能力的支持随着他的亲属网络在地理上的跨度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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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背景

北宋立国后，面临着契丹和党项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战争迫在眉睫。在１０６５年时，北宋有８０％
的财政收入用于防务，这种支出结构导致了北宋财政出现了立国以来的首个赤字（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由于
适龄士兵的短缺，军队甚至从社会闲散人员中招募了年老与缺乏经验以致无法形成战斗力的士兵。

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并解决财政赤字问题，１０６９年，宋神宗宣布推行一系列新法。这场变法由当时
的宰执王安石领导，旨在实现富国强兵（梁启超，１９０８）。新法试图强化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介入以
满足财政军事之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①

———方田均税法。此举通过在全国推行土地清丈来分配地主豪强的税负。许多地主豪强瞒报了他

们的土地数目来逃避缴税（Ｌｉｕ，１９５９）。通过清丈，各级官府共多清丈出了３４７０万公顷的土地———这占
到当时全国耕地面积的５４％（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对这些之前从未被征过税的土地的清丈，将一部分税收的
负担转向了掌握大量土地的官员及其家族。

———保甲法。在变法之前，北宋依靠的是一支作战效率低下的雇佣军。在地方，村庄结成了大量的

志愿性防御组织来维护安全，一些这样的私人防御组织成了由地方精英控制的私军。变法创造了正规

化的基层军事组织（保甲），所有家庭都要参与其中。皇帝试图将保甲最终收编为国家军队（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ｏｎ，１９３５）。１０７５年，中央政府开始对保甲实施控制。到１０７６年，保甲的名册上有６９０万人；全国每两
个家庭就有一个贡献出男性成员参与保甲（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

———青苗法。该法旨在由国家创立信贷体系来打破私人的垄断。在此之前，地主垄断了农业贷款

并且索取高额的利率（邓广铭，１９９７）。在谷物价格低的时候，变法的推动者通过常平、广惠仓购入谷
物，当谷物价格上升的时候再重新卖出，或者通过国家收购与发放谷物来应对自然灾害的冲击。他们还

将储备金转化为流动贷款基金，在春季贷给有需要的人，让其在夏季和秋季偿还。同时，官府也建立了

一套规则来保护借贷者免于官方不公正的操作。通过取代地主和私人放贷，国家成了农村信贷的主要

来源，汲取了以前让地方精英致富的利息，并让农民有机会获得低息贷款（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３５）。
———募役法。该法对想要避免服役的富裕家庭引入了一项税收，叫“免役钱”（邓广铭，１９９７）。在

该法实施之前，每一户家庭都要承担在官府中服役的义务，如担任承符、孔目、库子或者快手。像官员与

豪绅这样的许多家庭则依律得以豁免，而在实践中，地方豪强因其对官府的控制也使自身在事实上取得

了豁免权（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募役法要求所有家庭都要支付与收入成比例的税收来免于服役。
这些新法在实施后极大地提高了宋朝政府的收入（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在１１世纪晚期，宋朝的税收占到

了经济总量的１７．５％，遥遥领先同时期的其他国家（Ｇｕｏ，２０１９；Ｓｔａｓａｖａｇｅ，２０２０）。全国人口按保甲的方
式组织起来，为国家创造了一个相对廉价的征兵制度，从而扭转了将村庄治安委托给地方精英的趋势。

主张变法的官员之所以支持这类政策，是因为强化国家能力与增进他们的家族利益一致。王安石

在给马运判的信中提到“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１０８６）。
然而很多官员却反对变法。司马光、苏洵、苏辙、郑侠坚持认为富人是地方社会的支柱，是资本（土

地与信用）与百姓安全的提供者（漆侠，１９８７）。对于谁应该提供安全，监察御史王岩叟说道：“昔者差法
行时，乡民之被差为役者皆自役，曰应当门户。人人保家处身，有重惜意，莫不择子弟之良者以佐公。雇

法一行，其名既贱，其人遂轻，弃身应募，例多市井浇浮之群小，罕复乡闾笃实之编民。”（李焘，１１７７）。
无论是对王岩叟而言还是对司马光、张方平、刘挚、杨绘等人来说，地方富人才是值得信任的（司马光，

１０８６；李焘，１１７７）。同样，御史中丞邓润甫认为，以保甲取代私人武装，破坏了建立在个人关系上的天
然防御和监视网络，导致地方面对盗贼和民变时无能为力（李焘，１１７７）。同时，他们也争论强大的国家
会威胁到他们的家族利益，这是因为与国家相关的税收会提高他们的家庭开支。在宋神宗面前，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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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王安石展开的激烈辩论中有力地指出了一点：“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

害乃甚于加赋。”（司马光，１０８６）。而知谏院范镇在呈给皇帝的奏折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今田甚旷，民
甚稀，赋敛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则赋役重，赋役

重则民心离。寓兵于民则民稠，民稠则田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李焘，１１７７）。
为了维持变法的支持者与反对派间的平衡，宋神宗有意让双方互相牵制（Ｌｉｕ，１９５９），这样虽然增强了

君主的权力，但是对变法的命运造成了威胁。在王安石被罢相以及宋神宗驾崩后，反对新法的宣仁太后高

氏垂帘亲政。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元党人逐渐将新法废除殆尽（邓广铭，１９９７）。

四、网络遍布全国的官员与网络地方化的官员

与先前的历史研究（Ｅｂｒｅｙ，１９９３；Ｂｏｓｓｌｅｒ，１９９８）一致，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展示官员家族的迁徙历史
对他们亲缘网络在地理空间分布的显著影响。

官员样本

本文按照两大标准来收集官员的样本。① 首先，本文选取了从三品及以上的中央政府官员，因为他

们可以参加朝会，对政府政策产生直接影响。② 其次，本文将样本限制在神宗一朝（１０６７—１０８５）———这
也是王安石推进新法并就变法展开辩论的时期———这使笔者能对可比较的同时代人的样本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李之亮（２００３）所列神宗一朝的官员名录收集了１３７位主要官员的数据，他们
包括宰执、中书侍郎、各部尚书以及皇帝的主要顾问等。③ 他们都是汉族男性，１０６７年时的平均年龄为
５１岁。④ 他们平均在１０４７年步入官场，这时距神宗上位还有２０年。他们的平均位阶都在三品。

建构亲缘网络

接下来，本文建构了一个指标———亲缘网络的地方化程度（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ｉｎ）———来衡量每
一位官员亲缘网络在地域上集中的程度。每一个网络都由两方面组成：即官员自己的核心家庭，以及与

其子女联姻的家族。亲缘网络理应包括血缘纽带与姻亲关系。图１展示了一个亲缘网络的例子。在古
代中国，婚姻特别是精英之间的联姻是最大化权力与降低风险的交易。这些婚姻纽带需要精英投入和

关注以赢得好感、培植信任，并在特定的政治议程上互惠互利。长远来看，这可能会扩大精英的家庭财

富。在此，联姻关系就非常重要了，即便它不比血缘关系更重要，它至少也和血缘关系一样重要。

图１：亲缘网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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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相关的数据以及复验代码可以从Ｗａｎｇ（２０２１）获得。
宋代皇帝指定这些官员为主要顾问，他们可以身着紫袍、佩戴金鱼袋（身份的象征）进入朝堂参加皇帝组织的朝议（龚延明，

１９９０）。
李昌宪（２０１３）提供了这些职位的全部名单。
我从ＣＢＤＢ（２０１８）获得了他们的生平信息。



　　具体来说，本文关注通过官员子女建立的联姻关系，因为这一关系是对官员“关联效应”的最佳反
映。宋代的官员通过联姻结成政治联盟。根据柏文莉（Ｂｏｓｓｌｅｒ，１９９８）的说法，高级官员间的“主要关
系”包括了“他们的后代特别是他们子女间的婚姻”。鉴于宋代男性通常在十几岁时就娶妻生子

（Ｅｂｒｅｙ，１９９３），等到推行变法的时候，样本中大部分官员的子女也都结婚了。当然精英间的联姻可能发
生得更早，当官员的子女还在襁褓中或者还没出生时，他们可能就结亲了（Ｅｂｒｅｙ，１９９３）。姻亲关系形成
于变法之前，在变法开始后，官员就会算计何种国家建设结果会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亲缘网络。因此在

政策实施与其产生效应之间，普遍存在滞后效应，ｔ时刻的官员会计算他们的亲属能从ｔ＋１时刻的政策
效应中获益多少，而这时恰好对应的是他们的子女一代。

本文根据墓志铭上记载的详细信息来建构官员的亲缘网络。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墓志铭在宋代作

家的文集中保存了一些，也被《全宋文》（曾枣庄、刘琳，２００６）所收录。墓志铭包含了大量历史学家感兴
趣的信息（Ｔａｃｋｅｔｔ，２０１４），除了对志主歌功颂德的长篇文字外，还包括志主妻子、儿子和女婿的名字（以
及官位，如果有的话）。这些传统———特别是在家族网络中不止一位成员有墓志铭的情况下———使研究

者能重建官员几代人的血统和亲缘关系。

本文的研究团队首先根据《全宋文》找到了主要官员的墓志铭，然后根据墓志铭的记载手动识别了

他们的妻子、儿子、女儿以及女婿的身份，再查找《全宋文》里是否收录了官员家族成员的墓志。通过滚

雪球的方式，同时借助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ＣＢＤＢ），我们搜集了６８位官员的亲缘网络信息。受
成本所限，我们只搜集了三代的信息———分别是官员的父母一代、官员本人一代与他们的子女一代。我

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史料记载的亲属数量，以此来处理一些官员的网络记载比别的官员更好的问题。

墓志铭和ＣＢＤＢ（２０１８）也标记了每个人物的家乡。对此，我们使用记录了宋代地名与经纬度的中
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ＣＨＧＩＳ，２０１８）数据库来对官员亲属的家乡进行编码。其中，王安石的亲属分布几
乎覆盖了北宋全境，而反对派领袖———吕公著的亲属成员则只分布在邻近吕公著籍贯的州府地区。

接下来，本文参考经济地理学文献中衡量市场地方化的“市场倾向”路径（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５４）建构了一个
亲缘网络地方化的指标。本文用∑ｋ∈Ｋ（１＋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ｋ）

－１来表示官员 ｉ的亲属在地方上的集中程度（Ｌｏ
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ｉｎ），其中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ｋ是官员ｉ与他亲属ｋ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公里计）。Ｋ包括了官员
ｉ所有的亲属成员。其蕴含的逻辑是亲属离官员本人的距离越近，这一指数就会越高。这一指数并不受
行政区划的影响；行政区划的大小在不同时间内不尽相同，而且受到边界改变的影响。

遍布全国的与集中的网络

有宋一代，中国精英有强烈的动机在本地进行嫁娶。这一时期，中国开始通过大规模的科举考试选

拔官员。为了剔除声名狼藉的人，宋朝的皇帝要求地方有名望的乡绅为潜在的候选人担保，然后再让他

们参加初试（Ｈａｒｔｗｅｌｌ，１９８２）。因此，科举考试为地主提供了与当地有名望的乡绅联姻的强烈动机
（Ｈｙｍｅｓ，１９８６），并且将许多与本地有联姻的精英带入中央政府。

宋代的精英至少是与具有相同地位的家族结成地方性的婚姻联盟的———这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谓的

“门当户对”（Ｂｏｓｓｌｅｒ，１９９８）。然而，随着家族政治地位的上升，本地“门当户对”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少，
因此官员的家族就会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来寻找更适合的联姻对象。

亲属的迁徙为官员的家族实现与跨地区的“门当户对”的家庭联姻提供了机会。宋代的官员多在

家乡以外的地方轮流任职（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即便他们曾经供职京师，许多人最终也是在地方上致仕的（邓
广铭，１９９７）。这样，许多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度过的（Ｅｂｒｅｙ，１９９３）。他们与
当地家族的联姻能保证他们在当地建立政治网络，获得社会支持，降低风险（Ｂｏｓｓｌｅｒ，１９９８）。柏文莉提
到，当危机发生时，附近通过婚姻联系结成的亲家可能比远方血缘相同的宗亲更有帮助（Ｂｏｓｓｌｅｒ，１９９８）。

因此，官员的家族迁徙模式与他的亲缘网络在地理上的扩展是相关的。对此，本文使用墓志铭和

ＣＢＤＢ（２０１８）追踪了官员家族迁徙的信息。笔者特别关注官员的父亲，因为他们能在孙辈的婚姻嫁娶
中扮演重要角色（Ｅｂｒｅｙ，１９９３），从而促成官员的亲缘网络。父亲迁徙（Ｆａｔｈｅ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这一变量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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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父亲最终定居地到官员祖父居住地间的“直线距离”（以公里计）。

表１展示了我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对父亲迁徙与官员亲缘关系地方化程度之间关系的估计。如果
官员的父亲迁徙了很远，那么官员本人就越有可能拥有一个遍布全国的亲缘网络。当纳入官员家乡所

在州府固定效应（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即控制了诸如地理、历史与当地文化在内的家乡层次的协变量
后，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表１：父亲迁徙与亲缘网络在地理上分布关系的ＯＬＳ估计

因变量
官员亲缘网络的地方化程度

（１）（２）

父亲迁徙的距离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３）
－０．２７０

（０．０００）
州府固定效应 无 有

因变量均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因变量标准差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样本量 ４０ ４０
Ｒ２ ０．００６ ０．４３３

　　注：、与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五、姻亲网络与国家建设偏好

这一节检验了官员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与他们亲缘网络在地理上扩展之间的关系。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对变法的支持（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ｒｅｆｏｒｍ）———是官员对变法的态度。笔者根据以下三
大史料搜集了数据。首先是脱脱等编纂的《宋史》（脱脱等，１３４３），这是元代史学家编纂的宋代人物纪
传体历史。其次是南宋历史学家李焘编修的北宋编年体历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些史料是有关宋

代历史最权威的资料来源，两者都是由接近同时代的人在官方史料的基础上撰写的（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０）。
然而相对同时代的人在修史时会出于政治或者个人的考虑在史料记载方面存在偏误。比如，如果南宋

历史学家是北宋官员的后代，那么他们就有动机去美化他们的祖先，当然这取决于当时人们对变法的看

法。为了克服这些潜在的偏误，笔者使用《全宋文》（曾枣庄、刘琳，２００６）作为第三种史料来对这些信息
进行补充。与脱脱和李焘对当时官员所说进行描述和解读的间接记录不同，曾枣庄和刘琳主编的《全宋

文》保持了相对原始的记录，如官员呈现给皇帝奏折的文字。

笔者的研究团队阅读了这些史料并且识别了其中１３７名官员在变法期间的事迹，然后我们选择了
他们与王安石变法有关的活动，如向皇帝上疏或参加朝议。根据记载，我们就每位官员对变法的态度进

行了手动编码。例如，一个给皇帝上疏谴责变法的官员就被我们编码为变法的反对者，而在朝议中力主

变法的官员则被我们编码为变法的支持者。

正如图２所示，官员的态度是两极分化的。在６３位对变法公开表达看法的官员中，有３４位官员
（５４％）一如既往地支持变法（编码为１），有２４位官员（３８％）对变法持续表示反对（编码为０），而剩下
的５位官员支持变法中的一些政策，反对另外一些政策，我在主分析中对他们的态度取了均值。

此外，还有超过一半的官员（７４位，占比５４％）并没有对变法公开表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４９位）
出任的是礼仪性的官职。因此，一个简单的解释是这７４名官员并没有参加有关变法的决策，无法对新
法表态。在主分析中，本文使用了个案剔除法将这些人排除在外。

官员的职业轨迹表明宋神宗试图平衡新旧两党。支持变法与官阶变动（官员首任职务与最后一任

职务之间的品级之差）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非常小（０．０６６），在统计上也不显著（ｐ＝０．６８８）。这表明皇
帝对变法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升迁上一视同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样本存在的“选择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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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中包括６３位对变法表过态的官员（１＝支持；０＝反对；非整数＝混合态度的均值）

图２：主要官员对增强国家能力建设的变法的态度

分析时的另一个顾虑是官员可能出于压力而对变法持特定立场。这样做可以对同僚或者更高级别

的官员表忠，以期能在未来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回馈。本文检验了官员态度与他们品级间的关系。由于

官员的职位在神宗一朝是变动的，因此本文使用了他们的平均品级，发现官员的平均品级与对变法的支

持间的相关系数很小，在统计上也不显著。在回归中，同时也控制了官员品级这一变量。

六、结　果

本文使用ＯＬＳ方法来估计下列方程：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ｒｅｆｏｒｍｉ＝α＋β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ｉｎｉ＋μｊ＋ＸＢ＋εｊ （１）

　　其中因变量———对变法的支持（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ｒｅｆｏｒｍｉ）———是一个连续变量，用来衡量官员 ｉ对变法的
支持程度。自变量———亲缘网络的地方化程度（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ｉｎｉ）则是衡量官员亲缘网络地方
化的指数。假设１预测自变量的系数β将会是负的。μｊ包括了官员家乡所在州府的固定效应。所有的
标准误都是稳健标准误，出于对误差项中州府内部存在相关性的考虑，我将它们聚类在州府 ｊ层面。此
外，我对所有的变量都作了标准化处理———使其均值为０，标准差为１，以便解释。

表２展示了对基准模型的估计。本文使用了列表删除法，使估算建立在具有所有变量全部信息的
４０位官员基础上。第（１）列展示了官员亲缘网络的地方化程度与对变法的支持之间的关系；第（２）列增
加了官员籍贯所在州府的固定效应；第（３）列加入了控制变量；第（４）列则包含了通过“后双选”方法选
择的协变量并使用最小绝对值收敛和套索（ＬＡＳＳＯ）回归的结果（Ｂｅｌｌｏ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本文考虑了８个替代性解释。第一，像家族财富这样的官员个人特征会影响他们的算计。比如，富
有的家族能拿出更多的资源支持亲缘组织，因此更不可能需要国家的保护。而地理、历史、文化与耕种

模式在内的地域特征也会影响官员的态度。比如，遭受游牧民族入侵与内部民变威胁的地区有更强烈

的动机去强化国家能力（Ｔｉｌｌｙ，１９９２；Ｓｌａｔｅｒ，２０１０）。此外，分配的逻辑指出，土壤肥沃与农业产出高的地
方更可能反对国家建设。这是因为当地居民的收入高，他们也必须承担更高甚至不成比例的税收负担

（Ｍｅｌｔｚ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９８１）。遗憾的是，宋代官员的财富数据很难获得，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有宋
一代，高级官员多出自富裕的地主家庭（Ｌｉｕ，１９５９）。为了控制他们的家族和所在地域的特征，我纳入了
州府层级的固定效应，这就考虑了每位官员家乡在州府层级被聚类的特征（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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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亲缘网络的地理分布与对变法支持关系的ＯＬＳ估计

因变量
对变法的支持（连续变量）

（１） （２） （３） （４）

亲缘网络的地方化程度
－０．２５０

（０．０６８）
－０．３９４

（０．１１０）
－０．４３３

（０．２２０）
－０．３９４

（０．１０８）

中介中心性
－０．１４２
（１．５９０）

亲属数量
０．２４３
（１．７８７）

子女数量
０．０５５
（１．２３２）

是否与变法领袖有派系联系
０．１７３
（０．３１７）

官员的平均品级
－０．３３２
（１．２４２）

亲缘网络中心到

外部战争地点的距离

－０．３６８
（１．７７１）

亲缘网络中心到民变地点的距离
０．０７４
（０．８１７）

地形的崎岖指数
－０．５４６
（１．３８９）

父亲是否通过科举入仕
０．３６８
（０．３４４）

父亲迁徙的距离
－０．２６１
（０．４４４）

－０．１２７

（０．０２９）
州府固定效应 无 有 有 有

因变量均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因变量标准差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样本量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Ｒ２ ０．０６２ ０．７３２ ０．８６９

　　注：、与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第二，近来社会网络分析发现行动者在网络中越接近中心，其对别的行动者的影响就越大，也更愿

意采取行动（Ｎａｉ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１）。因此本文控制了每位官员的中介中心性（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第三，亲属或者子女的数量可能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如果亲属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变，亲属的数量

越多，在地方上的交易成本就会越高，这样便会促使官员从国家这个“焦点”（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１９６０）来购买服
务。因此，本文分别控制了官员的亲属数量（Ｎｏｆｋｉｎ）与子女数量（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这些协变量也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官员的家族网络记录比其他官员更好的问题。

第四，宋代被认为是派系政治与不同哲学流派兴起的时代（Ｂｏｌ，２００８）。为了给每一位官员所属的
派系进行编码，笔者首先识别了变法的领袖：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① 然后再根据历史学者的著作

来定义每位官员与变法领袖的派系联系。这种派系关系需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１）他与变法领
袖是科举中“主考—考生”的关系 ；（２）他与变法领袖同年通过了科举考试；或者（３）他与变法领袖属于
包庇德（ＰｅｔｅｒＢｏｌ）定义的同一学派（Ｂｏｌ，２００８）。② 是否与变法领袖有派系联系（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ｉｅｗｉｔｈｒｅｆｏｒｍ
ｌｅａｄｅｒｓ）这一指标测量了每位官员与变法领袖的关系。

第五，权力的变化可能影响官员对变法的态度。位阶较低的官员可能通过支持或者反对变法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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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梁启超（１９０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３５）、Ｌｉｕ（１９５９）、邓广铭（１９９７）与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
我从ＣＢＤＢ（２０１８）中搜集了官员参加科举考试的信息，同时根据刘成国（２００６）和张岂之（２００８）的研究搜集了官员的哲学流派。



取官阶更高的同僚的提携。一些关于现代威权主义政体的研究表明低阶的官员有更强烈的动机去迎合

统治者的意图来表忠（如 Ｋｕｎｇ＆Ｃｈｅｎ，２０１１）。本文控制了神宗在位期间每一位官员的平均品级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ｎｋ）。

第六，亲缘网络越暴露在游牧民族入侵或者内部民变威胁之下的官员越倾向于支持强国家建设。

为了测量亲缘网络遭受的外部威胁，本文按照“市场倾向”的路径建构了一个指标来测量每位官员的亲

缘网络到神宗即位前５０年的所有外来威胁的距离。因此，亲缘网络中心到外部战争地点的距离可以表
示为∑ｘ∈Ｗ（１＋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ｋｃ，ｗ）

－１，其中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ｋｃ，ｗ是从亲属网络中心 ｋｃ到外部战争地点 ｗ的“直线距离”
（以公里为单位）。Ｗ包括了１０１６年到１０６５年间北宋与西夏、辽之间的所有战争。① 这一指数随着外
部战争到亲缘网络中心的距离越近而越高。与之类似，本文建构了亲缘网络中心到国内民变距离的指

标∑ｘ∈Ｒ（１＋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ｋｃ，ｒ）
－１，其中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ｋｃ，ｒ表示的是从亲属网络中心到所有民变地点的距离。Ｒ包括了

１０１６年到１０６５年间的所有起义。② 随着民变地点到亲缘网络中心的距离越近，该指数越高。
第七，本文测算的距离都是“直线距离”，没有考虑地形因素。也许有人会指出，如果官员的亲属住

在山区，那么他们能借助山地等天险进行防御，无需依靠国家。因此，本文控制了地形的崎岖指数（Ｒｕｇ
ｇｅｄ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本文使用努恩和普

"

（Ｎｕｎｎ＆Ｐｕｇａ，２０１２）提供的小格数据计算了覆盖官员亲缘网络所
有小格的平均地形的崎岖指数（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ｕｇｇｅｄ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

第八，官员的家族历史也十分重要。本文控制了官员父亲是否通过科举入仕（Ｆａｔｈｅｒｅｘａｍ）这一变
量。该变量也间接测量了官员父亲的政治倾向，这是因为科举考试形塑了父辈的政治观念，且可能反过

来影响他们儿子的亲缘网络。本文也控制了官员父亲的迁徙来测量其到原籍的距离。如上所示，官员

父亲的迁徙与官员亲缘网络的地理分布密切相关。这也是套索回归模型选择的唯一协变量。

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亲缘网络的地方化程度与对变法的支持之间是负相关的，它们均在１０％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在－０．２５０到－０．４３３的范围内变动，表明亲缘网络的地方化程度每
升高１个标准差，官员对变法支持的标准差就下降２５％～４３％。

总之，假设１在统计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官员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与其亲缘网络
在地理上的扩展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七、结　论

以往的研究将国家建设视为国家与社会间的竞争———国家逐渐取得了凌驾于社会组织之上的地

位。在这一竞争当中，广泛的亲缘网络被视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竞争者。然而，围绕国家—亲缘网络的竞

争这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欧国家的发展经验。中世纪教会严禁同族内部的通婚、领养、一夫多妻

制、纳妾、离婚与再婚，削弱了亲缘群体的力量（Ｈｅｎｒｉｃｈ，２０２０）。同时，就动员资源而言，频繁且成本日
趋昂贵的战争为领土国家创造了相比庄园等较小的社会单位的优势（Ｔｉｌｌｙ，１９９２）。因此，国家最终取代
了其社会竞争者的地位，成了垄断者（Ｗｅｂｅｒ，１９１８）。

但是在西欧之外，复杂的亲缘网络成了当地前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１９４０）。中国
国家的官僚化要领先欧洲１０００多年（Ｈｕｉ，２００５），但在国家建设取得这些里程碑式的成就同时，仍然维
持了强大的亲缘网络。本文考察了亲缘网络的形式如何协调精英的激励来推动国家建设，强调了推动

国家发展的另一大驱动力量，这对传统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建设研究文献作出了补充。

数十年来，社会科学研究认为强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１；Ｄｉｎｃｅｃｃｏ，２０１７）、防止政治暴力
与内战（Ｆｅａｒｏｎ＆Ｌａｉｔｉｎ，２００３）、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福山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４）指出，国家建设应是全球议程的当务之急。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迄今都无法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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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外部战争的地点参见丁切科和王裕华（Ｄｉｎｃｅｃｃｏ＆Ｗａｎｇ，２０１８）。
民变冲突的地点参见丁切科和王裕华（Ｄｉｎｃｅｃｃｏ＆Ｗａｎｇ，２０１８）。



个强国家，因为精英间的利益通常互相冲突，无法形成一个广泛的联盟来支持增强国家能力的改革。

当下国际社会提出的许多政策干预主要是强化国家官僚制，建立一个“韦伯式的”国家（Ｅｖａｎｓ＆
Ｒａｕｃｈ，１９９９）。但是中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结构会影响国家建设的轨迹。当精英嵌入地方化的社会关系
时，他们更可能倚赖地方、私人组织来提供保护，从而更不可能支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经

验启示我们，国家的脆弱性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能单纯地通过改革官僚制来加以解决。因此，国

家建设工程应当超越官僚制改革，去关注与强国家相符的来自社会结构层面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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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论坛· 王裕华著 等：血浓于水：精英亲缘网络与古代中国的国家建设


